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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一九七〇年代是台灣教育權威抬頭的關鍵時期，以迄至今，雖經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挑戰，被迫施行若干改革，但目前其相關體系仍未做徹底的變革，實不容教育行政部門再藉口拖延改革的進度。

一九七〇年代特意強調民族精神教育的原因
台灣教育發展有若干主要的特徵，諸如教育擴張迅速、教育長期成為威權統治的基礎、升學主義誤引導了教育、教師訓練單一化、教育政策中央集權化、課本統一等等。其間教育的威權特質和教育擴張乃是兩個核心的特徵。
這兩個主要特質不只本身重要，也是所有其他特質據以延伸的核心部分。在教育迅速擴張的趨勢下，升學主義亦是其相關條件，而國中教育的問題及相關升學的爭議，乃至中學以上教育素質之低落等等都是有關聯的。另外，在教育成為威權統治的基礎上，教育政策集權中央的現象—課本之統一與教師來源之單一，甚至師範教育的保守性格和軍訓以及國父思想等課程之滲入教育課程中，都成為環環相扣，不能分割的戒嚴怪胎。在本文中，限於篇幅，我們將側重對教育威權特質的分析。
一九七〇年代思想教育的抬頭與轉折
教育的威權特質是政府及國民黨從大陸帶來，再加上日本軍國主義的一些殘留。然而，就教育政策發展的趨勢來看，却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即在一九七〇年初期以後，教育政策中開始特別強調民族精神教育，更具體強化政治教條的灌輸，而各大學的三民主義研究所也多在這個時期成立，中央研究所也遭逢極大的政治壓力要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
在這個時間有這樣的教育政策變化，可能不是偶然，應有其主要政治發展為基礎。如果以時間前後來列出重大的政治事件，應該可以讓我們做若干有意義的思考。一九七二年退出（或被逐出）聯合國，同年日本斷交帶動全面國際關係之斷裂，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過世、一九七八年美國宣布與中共建交。
我們再來仔細看看加強民族教育政策演變的趨勢。一九六六年，教育部在所提的施政報告中，第二大項為「發揚民族精神和生活教育的實施」，到一九七六年教育部長蔣彥士的施政報告中第一大項就是「推行民族精神教育」。表面上看起來差不多，但仔細閱讀內容就發現極不相同，若稍加推敲，也可發現在用詞上，先是說發揚民族精神，後來說推行民族精神教育，前者發揚而又未作為正式的教育內容。
一九六六年的政策說明主要在指稱品德教育的重要性，認為除智育外，「要注意民族精神的發揚，與民主精神的培育，以養成青年自治、合群、負責、守法等種種高尚品德和優良的習性」。很令人驚異的是，在一九七六年的施政報告中，所謂推行民族精神教育，包括的是「加強國父思想教育」、「加強學校訓導工作」和「加強心理衛生及生活教育」。我們可清楚發現在一九七六年不只民族精神教育被特別強調，是所有教育政策中優先順序最高的。更重要的是，民族精神教育在此時已完全簡化成「國父思想」教育。在細部規畫上，主要也在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國父思想講授大綱」，編輯國父思想教學書籍，舉辦國父思想教學觀摩會以及在中廣播講三民主義廣播講座。由此可見，從一九六六年以後十年的轉變非常地大。
思想教育抬頭的國內外背景
國民政府遷台到一九七〇年中，已二十年，黨政對台灣的掌控也已到了相當穩固的地步，為什麼突然之間，到了一九七〇年初，特別以民族教育為名強調思想教育的推行。是連串外交的挫折所造成？還是有內在的重要因素有以致之？或是有其他的政治條件促成這種政策？若再考量就在一九七〇年末政治反對運動興起，八〇年政治改革之進行，其間對思想教育而言應是一種大反叛，在時間序列上所透現的情勢，更顯現了一九七〇年之強化思想教育似為威權政治的巔峯傑作，但也正是威權政治崩解前的迴光返照。
以外交情勢而言，一九七〇年初確實是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全面潰敗的時期，朝野危機意識甚強。外交挫敗可能帶來對國家社會的嚴重打擊，也容易喚起所謂的民族主義的覺醒。但在教育政策上就以民族教育為名，却去找教條化的國父思想來做為轉折。直至今日，若干維護威權保守制度的教育政策依舊存在，這些多是一九七〇年初所開啟的。
外交的挫敗固然是極為重要的因素，但在內部政治統治體系上也必須有威權的基礎，才可能提出思想訓練的政策，也才可能施行這樣教育政策。大體而論，我們可以把相關的統治體系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教育行政體系，第二個部分是學校系統，第三個部分是政黨及其有關的外圍組織。這三者之間又是相互緊密扣聯的。執政黨或是說統治集團經歷二十多年，已經牢牢地掌握了這三個體系。教育行政體系在那個時代並不是獨立的，而是明顯地完全屈從於政黨。許多重要的教育政策都是黨先做決定，同時行政體系的思考模式也已完全黨化了。在這些體系的力量幾乎完全為國民黨掌握時，教育政策之改變就須與這些體系相容，甚至教育政策竟是這些體系運作的結果。以推行民族精神教育而論，實際上就是這相關的統治體系所醞釀而成的，教育部站在主管部會的立場，當然更是促成政策最後成形的主要力量。
討論一九七〇初期至中期的教育威權性格，並不只是掌控並了解那段時期的教育政策及其意義，其實我們認為這和國民黨整體的教育政策是有關聯的，也對時至今日乃至在可見的未來，七〇年初推動的保守及教條式的教育政策仍舊有很大的影響力。
結論
雖然迫於情勢，尤其是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進行，這些七〇年代的政策正面臨挑戰，但是其頑抗的力量仍舊很強，在國民黨及行政部門保守的心態下，一些與威權教育有關的體制和政策仍在繼續發揮作用。例如，毛高文部長要把國父思想的課程改為「立國精神與憲法」，在基本做法上已是看似開明實則保守，但仍遭逢保守派強力的攻擊，如今也只成半新不舊的僵局。
在一九九三年教育部郭為藩部長的施政報告中，把民族精神教育很隱密地放在第四大項國民教育項下第二類第一小項中的小小的一部份，而且是一句話裡的一小片段。在其他各級教育裡則完全不再提民族精神教育。這似乎宣布了加強民族教育這個教育政策的完結，不過我們又可以清楚地發現一些相關的制度、課程和精神依舊存在於各級學校教育中。因為一九七〇年促成威權教育性格的相關體系仍然未能有徹底的改變，內外的若干因素使得教育行政當局有藉口拖延改革的進度。
